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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者在本文中简要论述了非形式逻辑的基本方法，并展示它们如何应用于法律论证，
尤其是应用于审判中的证据案例。第一部分介绍了美国西北大学著名证据理论学家 John H. 
Wigmore 首先在证据法中使用的一种论证图表方法。 第二部分引入了一些论证图式，它们
是除人们普遍熟悉的逻辑中的演绎和归纳之外的普通论证形式。与每个图式相匹配的是一组
批判性问题，并且一个给定的论证可在一个图式、问题和答案一起考虑的对话中来评价。文
章的第三部分涉及对话的形式结构，列举了六种类型的对话。最后，考察了对话中的一些关
于承诺操作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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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论证图表的基础 

论证图表技术是非形式逻辑的一种基本方法。一个论证图表由两个基本的成份组成
(Freeman, 1991)： (1) 一组节点 (点) 表示命题，它们是图表化论证的前提和结论； (2) 连
接节点的一组箭头。每个箭头表示一个推断。由箭头连接起来的一组节点表示一串论证。在
一个表示大量证据的论证图表中，总是存在一个最终结论或最终的事实（probandum）表示
一个有待证明的或存在疑问的权利主张。这个最终结论被一连串的由其先前的结论作为前提
的论据所支持。 

一组前提可以一起以不同的方式来支持结论。其中一种方式的论证具有联接结构。在
联接结构的论证中，每个前提都互相依赖，共同支持结论。在联接的论证中，如果一个前提
被删除，那么另一个前提对于结论的证据支持力与两者共同作用相比将大打折扣。另一种方
式的论证的结构叫做收敛(convergent)论证。在收敛论证中，每个前提对结论提供独立的证
据支持。即使一个前提被删除，另一个前提对于结论的证据支持力也毫发无损。例如，让我
们对照来考虑以下一对论证。 

1．1 联接论证 

验尸官说在犯罪现场发现的血迹与从犯罪嫌疑人身上提取的血样相匹配。 
验尸官是一个专家。 
因此，存在犯罪现场发现的血迹与从犯罪嫌疑人身上提取的血样相匹配的证据。 

本例的联接论证用 Araucaria 图示如下： 
 

                                                 
1 加拿大温尼贝格（Winnipeg）大学哲学系教授，国际知名非形式逻辑学家和法律逻辑学家。 
2 中山大学逻辑与认知研究所，法律逻辑方向 2004 级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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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图表所表示的，在底部的两个方框中的两个前提联接在一起来支持出现在顶部方

框中的结论。尽管图表可以掉转过来使得结论出现在页面的底部，但是在 Araucaria 中，结
论总是出现在顶部而前提出现在它的下面。  

1．2  收敛论证 

犯罪现场发现的血迹与从犯罪嫌疑人身上提取的血样相匹配。 
一个证人证实她看到被告离开犯罪现场。 
因此，存在被告在场的证据。 

这个收敛论证用图表表示如下： 
 

 
在一个收敛论证中，每个前提在证据上被视为接受结论的一个独立理由。在一些案例中，

无论是联接论证还是收敛论证，都很难从给定的话语内容来确定它是联接的还是收敛的。在
这种情况下，最好的办法是用图表把该论证表示为收敛论证。然而，像上面提到的那样，在
大多数情况下一个论证究竟是联接型的还是收敛型的是可以清楚地辨别出来的。  
        某些众所周知的推理模式或结构的论证通常是联接型的。3 例如，让我们来考虑以
下一个典型的演绎有效的三段论论证。 

所有的哲学家是聪明的。 
孔子是一个哲学家。 
所以孔子是聪明的。 

显然这个论证是联接型的。让我们用上面的判定标准来检验一下。如果第一个前提被删

                                                 
3联接前提通过已知的论证图式共同作用支持结论，下面的例子将说明这一点。 

因此，存在被告在场的证据。 

犯罪现场发现的血迹
与从犯罪嫌疑人身上
提取的血样相匹配。 

一个证人证实她
看到被告离开犯
罪现场。 

因此，存在犯罪现场发现的
血迹与从犯罪嫌疑人身上提
取的血样相匹配的证据。 

验尸官说在犯罪现场
发现的血迹与从犯罪
嫌疑人身上提取的血
样相匹配。 

验尸官是一个专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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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那么第二个前提对于结论的证据支持力大大减弱。如果第二个前提被删除，那么第一个
前提对于结论的证据支持力也减弱了许多。这个论证图示如下。 

 
在这种情况下，论证应该被区分为联接型的是很明显的。在其他情况下，也像上面提到

的联接型的例子一样，论证被区分为收敛的论证也应该是很明显的。在介乎两者之间的情况
下，必须额外考虑如指示词之类的文本证据。例如，如果一个论证被描述为“使我相信这件
事的原因有两个”，则表明这个论证是收敛型的 (Snoeck Henkemans, 1992)。当然，如果要用
图表表示自然语言的推理过程，就必须依赖于推理能力是如何被诠释的。在某些情况下上下
文的联系是非常重要的。首先必须要对一个论证作出分析。分析的一部分就是将论证的前提
和结论看成命题（陈述）。图表就是建立在这种分析之上的。 

另一个要提及的因素是，许多法律论证是建立在隐含的前提或结论之上的，所以，论
证必须清楚地表明结论是如何从已经给出的论据得出的。在传统逻辑学中，由隐含的前提或
结论进行的论证称为省略三段论法。在下一节中将举例说明如何用图示法表述此类论证 。 

2  Araucaria 系统 

       Araucaria 是一种基于 Markup 论证语言的自动论证图示系统(Reed and Rowe, 
2003) 。其软件可在互联网上免费下载。4 使用者把含有论据的推理过程文本作为文本文件
插入 Araucaria，然后便能用此软件勾画出每个论证中从前提到结论的连线。Araucaria 并不
分析论证是如何进行的，而是由使用者去做。但是，Araucaria 对于描绘论证结构非常有用，
它从视觉的角度展示了基于前提、结论、缺省的假定以及论证主张的推理。 
        为了向读者阐明论证图表是怎样在审判中被用来展现证据推理结构的，下面给出一
个简化了的案件。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凶杀审判案件，受害人被杀并且在审判中有十分明显
的证据。假设受害人是被刀刺死的并且她的指甲中留有少量毛状物与血肉残余。DNA 测试
显示血肉残余正是被告人的。法医是一位专家证人，他在法庭上作证说凶杀是被告所为，
DNA 测试显示血肉残余正是被告人的。一位目击证人也作证说她曾看见有人正好在凶杀发
生后从凶杀发生的房屋离开。她同时识别出被告正是那时离开的人。这两项证据在陪审团的
论证中是非常突出的。陪审团的一个任务是所谓的发现事实。到底被告杀害了受害者没有？
审判过程中两位证人将在陪审团面前被盘问。  
        为了模拟本案中的证据推理结构，下列陈述将分别编号。通过推理得到最后陈述(F)
即是最终结论。 

(A) 犯罪现场的受害人的指甲中留有血肉残余。 
(B) 法医是作证说受害人的指甲中留有血肉残余与被告相符。 
(C) 因此，有证据显示受害人指甲中的血肉残余正是被告人的。 
(D) 一位证人说曾看见被告正好在凶杀后从凶杀的房屋离开。她同时认出被告正是

那时离开的人。 
(E) 因此，有证据显示被告正好在凶杀后从犯罪的房屋离开。 
(F) 因此，此案是被告所为。 

让我们来使用 Araucaria，首先将上面的论据作为一个文本文件插入，然后剪切并粘贴
到下面屏幕的左栏中。 

                                                 
4 Araucaria 软件能从以下网址免费下载： www.computing.dundee.ac.uk/staff/creed/araucaria  

因此，孔子是聪明的。 

所有的哲学家是聪明
的。 

孔子是一个哲学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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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鼠标点击时左栏的每一个陈述都会突出，相应的圈形字母将出现在右栏。然后使用者必须
划出表示从前提到结论的论证箭头记号。为了使图表更易阅读，完整的文本形式如下：  

 

（F）因此，此案
是被告所为。 

(C) 因此，有证
据显示受害人指
甲中的血肉残余
正是被告人的。 

(E)因此，有证据
显示被告正好在
凶杀后从犯罪的
房屋离开。 

(A)犯罪现场的
受害人的指甲中
留有血肉残余。 

(B)法医作证说
受害人的指甲中
留有血肉残余与
被告相符。 

(D)一位证人说曾看
见被告正好在凶杀
后从凶杀的房屋离
开。她同时识别出被
告正是那时离开的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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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些案件中，从前提集到结论的推理链类型简单明了。例如，肯定前件推论（分离规则）
是一种常见的演绎有效论证形式 。这种形式的论证或论证方案将在第 4 节的图表中论述。  

3  论证图表的法律起源 

论证图表常用于描述审判中的法律证据。 为了在著名的 Sacco 和 Vanzetti案件中模拟
证据，Schum (1994, p. 77) 建立了他所谓的连接证人证言与案件最终结论的“推理线（line of 
reasoning）”或 “论证”。在这个案件中，两个意大利裔美国人 Sacco 和 Vanzetti 被逮捕，
罪由是在一起薪金抢劫案中杀害了一位警官。证据的一个重要部分显示，在 Sacco 被捕时
他把手伸入外套里，而且发现外套里藏了一把手枪。Schum 用图表显示了审判中的这条证据。
著名的证据学家 John H. Wigmore早先使用证据图表来展示案件中控辩双方的证据。Wigmore 
仅仅用两种图形来表示审讯中的证据群。下图是其图示的一小部分，摘自 Umilian 案件
(Wigmore, 1931)： 
 

 
Wigmore 的 Umilian 案件图表 (Prakken, Reed 和 Walton, 2003, p. 33)。 

 
每个箭头符号代表着一个推理。圆圈和方块代表着证词或间接证据事实。 其中有圆点

的意味着：“我们现已认定其为事实” (Wigmore, 1931, 52)。无穷符号表示已经被法庭审查
过的证据。在这里我们没有必要来探究所有 Wigmore 精心制作的证据图表符号。Twining 
(1985)、Anderson 以及 Twining (1991)对于如何在庭审中适用证据图表来展示证据群曾提出
详尽分析说明。我们在此掌握关于 Wigmore 证据图表是如何用其类似的主要结构来论证图
表的大概意思就够了。每个方块或圆圈代表在庭审中作为证据的推定事实，或者作为从这些
推定事实推出的结论。因此图表能够用于展示典型案例中关于证据群的逻辑推理。  
       在下面的图表中， Wigmore 展示了一个证据图表的结构：P 代表“待证事实” 
(factum probandum)， T 代表“鉴定意见”，以及 C 代表 “事实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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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庭审一方的所有证据的一个 Wigmore 图表往往是非常庞大与复杂的。上面的简图
给出了作为一个论证图表的全面结构的概观。  
       证据图表中的一部分代表原告方的证据，另一部分则代表被告方的证据。Wigmore
证据图表的基本结构使用了一种在非形式逻辑中运用的论证图表。因而 Wigmore 成为现代
非形式逻辑运动的一位伟大先驱。 证据法学而不是非形式逻辑成为论证图表技术的使用和
发展的主要源泉，意义是非常重大的。 

4  论证图式 

如第二节所述，图表可显示论证形式。某些论证的共同形式被形式化为论证图式 
(Hastings, 1963; van Eemeren 和 Grootendorst, 1992; Kienpointner, 1992; Walton, 1996)。 特别
有趣的是可辩驳图式，它的前提既不是演绎地也不是归纳地蕴涵结论。 
 

论证图式类型列表 (Walton, 1996)如下： 
证人证言论证 
确信立场论证 
专家意见论证 
公众意见论证 
范例论证 
类比论证 
类比实践推理 
合成论证  
分解论证  
口头分类论证 
口头分类模糊论证  
口头分类任意论证  
表征论证  
实践推理  
流行惯例论证 
多余论证  
沉没成本论证  
出于无知的论证 
因果论证  
动机关联性论证  

T 

C 

C 

T C C 

T 

T T 

P 

Wigmore 的关于显示一个典型的证据群的图表(Wigmore, 1983, p. 956)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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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展性论证图式  
从证据到假设论证  
结果论证  
选择论证  
威胁论证  
恐惧诉求论证  
约束论证  
直接人身攻击论证  
不一致约束论证  
攻击背景论证 
有罪牵连论证  
偏见论证  
成规论证  
先例论证  
滑坡论证 

 
在这个研究中，我们通过一个与谬误有关的重要例子来阐述可辩驳论证图式的特征。例

如像我们刚才前面讨论的谋杀案审判中的诉诸专家意见。这种论证形式通常是合理的，但是
传统逻辑却是在诉诸权威的谬误的标题下来研究它的。 

专家意见的论证图式表述如下(Walton, 1997, p. 210)。 

大前提: E 是包含命题 A 在内的领域 S 中的一个专家。 
小前提: E 断定命题 A (在领域 S 中) 为真（假）。 
结论:   A 似然地被认为是真（假）。  

与专家意见匹配的 6 个基本批判性问题列表如下 (Walton, 1997, p. 223)。 

专门知识问题：E 作为一个专家资源如何可信？ 
领域问题： E 是 D 领域的一个专家？ 
意见问题：E 所做的断定包含 A？ 
可靠性问题： 作为专家资源，E 就自己而言可靠吗？ 
一致性问题：A 与其他专家的断定是一致的吗？ 
证据支持问题： A 的断定是基于证据吗？ 

专门知识问题是基于专家拥有某一领域知识或实践技能的掌握的假定。专门知识问题与
科学领域的专门技术区别在于，前者的专家所掌握的技能并不能归入科学知识的范畴。作为
一种意见来源，可信性问题与专家的正直和客观性有关。 
       基于我对它的中心结构的分析 (Walton, 2002)， 证人证言论证可以被看成有下面的
基本论证形式。变元 W 代表作为证人的代理(agent)。一个证人是一个代理，他引入能觉察
的事实或资料信息，并能将信息传播给另外的代理。变元 A 代表一个陈述（命题）。 

证人证言论证图式如下： 

可知前提: 证人 W 能够知道 A 为真 或者为假。 
事实有效前提: 证人 W 讲的是真实的 (因为 W 知道它)。 
陈述前提: 证人 W 陈述 A 真的(假的)。 
结论: 因此(可辩驳地) A 真的(假的)。 

上面的图式不是演绎有效的。它是一个可把证明力从前提传递给结论但可缺省的可辩驳
推理 。 

哪种批判性问题可适当地评价所谓的诉诸证人证言论证呢? 当然，上面引用的诉诸证人
证言的一个前提是假定证人讲实话。证人在法庭上被盘问，并宣誓讲实话。正如真实有效的
前提所指出的，可能存在一个一般的假定证人讲实话。当评价一个证人证言时，评价人没有
直接接触证人可能持有的证据 。因此评价人可能需要检验证人证言的一致性，看看它是否
与其他独立的证人所知道的证据一致。因而，关于它的批判性问题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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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Q1： 证人所说的是内部一致吗? 
CQ2： 证人所说的与案件已知的事实（基于除证人证实的证据外）是一致的吗?  
CQ3： 证人所说的与其他证人（独立地）所证实的是一致的吗?  

下面两个批判性问题与证人可能的偏见有关。  

CQ4： 证人所给出的陈述存在某种偏见吗？ 
CQ5： 证人断定的陈述A 的可信度怎样？ 

 例如，如果证人所做的陈述是很难相信的，那么就可以降低证人的可信性。但是，如果
两个独立的证人做了同样的难以相信的陈述，那么可能暗示他们的观察可能是仔细的和准确
的。 

5  省略三段论 

       一个省略三段论是包含一个没有被清楚地陈述但对论证有意义的前提或结论的论
证。例如，如果我说：“所有的哲学家是聪明的，因此孔子是聪明的”，我的论证的隐含前提
是命题“孔子是个哲学家”。如果它们中隐含的假设被明确为前提或结论的话，那么，就能
准确地、清楚地分析和评估许多日常论证和法律论证。例如，有必要明晰上面的图表论证中
的一些隐含前提。 

(G) 证人能够知道。 
(H) 证人讲的是真话。 

Araucaria 提供了一种在省略三段论中插入隐含前提的方法。利用插入的这些额外前
提，可以将这类论证序列的论证图表表示如下：  

 

 
 

诉诸证人证言 专家意见论证 

（F）因此，此案
是被告所为。 

(C) 因此，有证
据显示受害人指
甲中的血肉残余
正是被告人的。 

(E)因此，有证据
显示被告正好在
凶杀后从犯罪的
房屋离开。 

(A)犯罪现
场的受害
人的指甲
中留有血
肉残余。 

(B)法医作证
说受害人的
指甲中留有
血肉残余与
被告相符。 

(D)一位证人说
曾看见被告正好
在凶杀后从凶杀
的房屋离开。她
同时识别出被告
正是那时离开的
人。 

(G)证人
能 够 知
道。 

(H)证人
讲 的 是
真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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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图表中，不但使得隐含的前提变得清晰，而且还展现了保证推断的论证图式。这
表明在寻找论证中的隐含前提时论证图式是多么的有用。 

加入这个论证的两个隐含前提是从提供给论证的基本形式的图式中抽出来的。图表中的
专家意见论证也要求增加图式中出现的大前提。为了使图表更完整，我们可以增加这个额外
前提。这表明图式有助于分析和识别论证中的隐含前提。 

还有一些其他的隐含前提能被加入到论证中去。这些前提是条件形式的概括。  

(I) 如果被告刚好在案件发生时离开屋子，那么假定在案件发生时被告在屋内。 
(J) 如果案件发生时被告在屋内，那么假定被告实施了犯罪。 

为了使事情简单，我们将不在图表中增加这些前提。但是如果我们增加这些前提，肯定
前件推论（分离规则）的论证图式也能被展现出来。一般来说，发现和使用隐含前提来构建
论证图表需要两个重要的成分——论证图式和概括。后者可以采用不同的形式(Anderson, 
1999)。一些概括是经验概括，而其他的是表达普通做事方法的普通意义概括(Twining, 1999)。 

要识别、分析和评价一个论证，第一步是要识别清晰的前提和结论。然后画出表达论证
结构的论证图表。然后填充论证图式和隐含前提。一旦做到这步，与每个图式匹配的批判性
问题就可用于识别论证中需要进一步的证明的薄弱环节并。 
       这种考察把我们引向举证责任。每一个批判性问题必须单个处理。一些批判性问题
需要立即做出回答。论辩者必须提供满足举证责任要求的更进一步的证据或证据缺省。在其
他的批判性问题中，所问的问题只要不足以抗辩论证就可以了。在有些情况下，关于举证或
不举证责任的争论不能以任何机械的方式解决。在这种情况下，有必要进入一个元对话
(meta-dialouge)层次，在其中一些第三方（法官或仲裁员）必须制定一个哪方有举证责任的
规则。这把我们引向论证内容的语用问题。 
 
6   对话类型 
 
       一个对话，在范例或基本模型中有两个参与者，通常叫做支持方和回应方，他们依
次行动。这些行动以言语行为的方式进行 (Jacobs, 1989; Singh, 2000)。例如，提出一个问题，
断定一个陈述或提出一个论证都是最普通对话中的典型行动。我们可将一个对话形式地定义
为一个参与者的集合，这些参与者按照各种规则依次行动。有一套规则来定义所允许的行动
类型，并且按照先前做出的行动有一套规则来决定一个行动何时是适当的。还有一套规则来
决定一个完整的行动序列何时实现了对话的目的（所谓的“赢-输”规则）。在 Hamblin (1971, 
p. 130)的形式理论中，一个对话被定义为一个三元序对 〈n, p, l〉 。n 是对话长度，定义为做
出行动的数目。 p 是一个参与者。 l 是特别表达方式（言语行为）。例如，一个只有三个
行动的对话拥有下列的形式： 

〉〈〉〈〉〈 20,3,140 ,,2,,1,,,0 LPLPLP  

在行动 0， 0P  通过提出一个类型 4 的行动开始。在行动 1， 另一个参与者 1P  通过提

出类型 3 来回应。在 Hamblin 的理论中，对话包含一个论证序列，这个序列由连接单个论据
和问题的简易步骤组成。他认识到针对不同的目标和规则有不同的对话。 
       也能把这种对话表示为一个对话轮廓 (profile)(Krabbe, 1999)，一个由支持方和回应
方成对组成的短的行动序列。下面是一个简易对话轮廓的例子： 

 
     支持方  回应方 

1. 我为何要接受 A?   因为 B. 
2. 我为何要接受 B?   因为 C. 
3. 我不接受 C.   你接受 ‘如果 B 那么 C 吗?’ 
4. 是    你接受 B 吗? 
5. 是   那么你必须接受 C. 

在这个例子中，支持方通过问一个为什么开始。回应方通过提出一个论证来给出理由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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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支持方应该接受陈述 A 回应对方。随着对话继续，回应者继续使用论证包括第 3-5 步的
肯定前件推论（分离规则）。他的目的是使得她接受 B， 并且最终接受 A。  
       下面的表 1 中对对话基本类型的分类来自于(Walton, 1998) 对论证的研究。表 1 中表
达的 6 种基本对话类型没有包含明显的日常论证，但他们是非常重要的。 
 
 

表一  对话的基本类型 
 

对话类型 初始情形 参与者目的 对话目的 

说服 意见的冲突 说服对方 解决或澄清问题 

质询 需要证明 发现和核实证据 证明(反驳) 假设 

商谈 利益冲突 获得你最想要的 双方能够共处的合
理解决 

信息搜寻 需要信息 获得或提供信息 交换信息 

审议商议 二难选择或实践
选择 

共同目标和行动 决定最可行的行动
过程 

争议 个人冲突 口头上猛烈反击方 展现更深的冲突根
据 

 
(Van Eemeren and Grootendorst, 1984; 1987; 1992)通过批判性的讨论分析了说服型对

话 。批判性讨论的目的是通过理性论证解决意见冲突。冲突首先在对质阶段确定，对话继
续进入其他三个阶段：开始阶段、论证阶段和结束阶段。在 (Van Eemerenhe 和 Grootendorst, 
1987, pp. 284-293)中给出了 10 条批判性讨论规则。被参与者用这些规则为他们的主张辩护
并禁止他们相互的不公平攻击。批判性讨论是这样一类说服对话，在其中承诺的撤回是可以
的但不完全允许(Walton 和 Krabbe, 1995)。相反，质询对话是累积的，意思是一旦一个参与
者接受一个陈述，它就不能被撤回。商谈对话的目的是双方当事人达成一个共处的协议。审
议的目的是决定一个行动的过程和一个要求选择的情形。(Hitchcock, McBurney 和 Parsons, 
2001)。 Carberry (1990) 通过数据的搜集和计算，分析了信息搜寻对话的结构。Walton 和 
Krabbe (1995 )把 6 种基本类型组合成各种混合对话。 
       利用任何对话论证的形式模型来模拟法律论证是一个未解问题 (Frank, 1963; Walton, 
2002)，但是公正审判的概念似乎是集中包括批判性讨论的模型 (Feteris, 1999)。当然，由于
审判包含不止两方当事人，所以更为复杂。除了双方当事人外，还有决定结果的法官或陪审
团。 

7  对话中的承诺实施 

       传统哲学上的推理观基于 BDI (信念-愿望-意图) 模型。BDI 模型的问题在于约束一
个论证者的实际精神状态是非常困难的。由于经常可能引用文本证据来说明论证者自己承诺
的陈述，所以这个承诺模型是一个有用的选择。在对话中一个参与者通过断定一个陈述来承
诺它，并且把它加入他的承诺库。当进行对话时，按照做出的行动和规则，可以把陈述加入
一个参与者的承诺库，或者把它从承诺库中删除。如果一个参与者撤回一个承诺，那么就从
他的承诺库中删除它(Krabbe, 2001)。在这个模型（Hamblin, 1970, p. 257）中，承诺和信念
是不同的。在对话中通过进行一定的行动来为该行动蕴涵的其他陈述提供动因。  
       然而并不是承诺实施中的所有问题已被解决。例如，在诉诸专家意见图式中，当回
应者问了全部的 6 个批判性问题时会发生什么呢？他最终必须毫无保留地做出结论还是仍
然能继续问其他的批判性问题呢？这些问题反映了对话论证的完全性问题。正如在 (Walton, 
1997)中所表明的，与诉诸专家意见匹配的每个批判性问题都有子问题。这样，终止论证、
结束批判性问题只有在对话的结束阶段才能完成。这个完全性(completeness)问题仍待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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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研究的一个问题是如何提出与论证图式匹配的批判性问题使得论证缺省(Prakken, 
Reed 和 Walton, 2003)。只需问战胜论据的批判性问题还是为了使它战胜论据要求批判性问
题必须被一些证据所支持呢？例如，在专家意见论证中，你假定专家是该领域的专家，并且
你假定专家的断定基于其专业知识领域的一些证据。没有这些假定，论证不能展现为一个合
式的诉诸专家意见。如果论辩者回应时未能用证据来支持假定，那么仅仅问这些问题中的一
个就可使得专家意见论证缺省。批判性问题 4 和 5 在这些方面与其他的不同。假设出现专家
诚信问题。通常假定一位专家的意见就其个人而言作为一种资源是可靠的。如果提问者想要
以专家有偏见为由认为论证是可疑的或者是不可靠的，那么需要证据来支持这个主张。现在
考察问题 5。如果仅仅是追问意见本身是否与其他专家的意见一致几乎是没有效果的。但是
如果有其他专家意见来明确地反驳这个专家提出的意见，那么前者就是一个对抗原来主张的
论证，后者需要予以回应。批判性问题 4 和 5 有一个确定的附属举证责任，但是剩余的 4
个批判性问题却没有。这样需要做的就是提出批判性问题和原始论证缺省。  
       在这种情况下问题是没有简单的方法来分配举证责任，这也会导致无穷回归，像下
面的论证：  
 

正方: 你证明它! 
反方: 你反驳它! 

 
这种僵局能妨碍对话的进一步发展。在法庭上，法官常常不得不明确争议双方哪方具有

举证责任。解决这个问题必须认识到不存在机械的举证责任来必须在任何情况下通过支持论
证来实现举证责任的方式回应任何批判性问题。在某些案例中，关于举证或不举证责任的争
议不能以一种机械的方法解决。因此，有必要进入一个元对话层次，在处于其中的第三方（法
官或仲裁员）必须制定规则来确定哪方具有举证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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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 I outline the basic methods of informal logic and show how they can be applied to 

legal argumentation, especially to cases of evidence in a trial. First, the method of argument 

diagramming is introduced, a method first used in evidence law by the famous evidence theorist John H. 

Wigmore of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Second, argumentation schemes are introduced. These are 

common forms of argument in addition to the deductive and inductive we are widely familiar with in logic. 

Matching each scheme is a set of critical questions, and a given argument is evaluated in a dialogue 

where the scheme, the questions and the answers are all considered together. The third part of the paper 

is concerned with the formal structure of dialogues. Six types of dialogue are explained. Finally, some 

problems concerning the management of commitment in dialogue are exami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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